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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仁譯

陳力強（Charles Sanft）的著作為考察秦史提供了一

個全新的視角，同時，本書拈出「溝通」（communication）

和「協作」（cooperation）兩個關節點作為秦帝國治國方

略的重心，也為探索秦朝功業開示了新的途徑。對於秦國

這樣幅員遼闊的帝國，僅憑高壓統治政策根本無法保障政

府機關的高效運作。儘管過去學界普遍認為秦朝的天下建

基於高壓政策之上，但著者提出這種政策的現實可行性值

得商榷。對此，他轉為分析溝通與協作政策勢必為秦王朝

帶來的機遇和好處，並依此構建自己的學說。著者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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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路為我們塑造了一個跟以往大不相同的秦國面貌，非常

具原創性。

緊接首章的導論，第二章概括介紹有關溝通和協作

的跨學科研究，為後文分析溝通和協作及隨之而來的利益

奠下理論框架；第三章總結了古代中國思想史中有關非強

權統治的討論；第四章則討論大眾傳播與規範化。著者主

要著眼於秦朝廷統一和規範度量衡制度的過程，認為秦始

皇和秦二世頒布的詔令是十分重要的文獻，藉以向子民迅

速傳揚秦朝政府和帝國已君臨天下。第五、六、七後三章

主要探討了公共知識、公共形象建設、大眾傳播、禮儀、

興建工程、法律和行政管理之間的密切關係。這最後的三

章描述了始皇的五次巡視全國、新的交通運輸項目、行政

與法律系統，以及背後種種的構思。著者通過以上分析指

出，秦政府明智地運用種種措施營造出公共知識，成功與

平民百姓溝通，有效地提醒民眾秦帝國已然存在。

鑑於本書研究秦史的進路如此嶄新，書中就多個方面

提出的問題實在值得進一步深思。首先是關於文獻記載的

史實性。著者在不同地方強調秦廷的統治方式不是非常創

新，儘管秦朝政策頗有創意，但都可以找到先例。這個說

法固然正確，但我們可以進一步探究，學者之所以有秦朝

舉措極其創新的認識，是古代史家建構的秦帝國形象所致。

著者不斷強調秦政府積極進行自我形象塑造和溝通工

程，立論有根有據，不過我們也不能忽視史家如何在筆下

構建出另一套秦國的形象，以及如何將這種看法傳給後世

讀者。著者引及的司馬遷及其他漢代史家，他們修史時的

政治目的都需要作更深入的考察。當然史家的說法如何補

充或曲解了秦朝的溝通工程，則是另一個問題。要之，我

們需要小心處理不同層面的信息，以及秦朝在構建公共知

識的過程中涉及的不同利益集團。出土文獻、權量銘文、

刻石文字與傳世文獻都負載了作者各種各樣的意圖，傳遞

出共同知識的不同方面。

第二個問題是我們究竟能否準確判斷信息的普及程度。

著者指秦詔版、法令及其他公開文書都廣為人知，因此政府

成功塑造了自我期許的公眾形象。他提出的證據之一是，刻

有統一度量衡制度詔文的秦權和秦量流傳甚廣。但正如著者

在 72 至 73 頁所提到，現時中、美兩國都認可兩種不同的

計量制度並存，我們又憑甚麼斷定當年秦政府頒布的官方

制度實為民眾廣泛採用，從而證明政府成功將旨意下達民

眾？我們又從何得知在秦朝治下僅實行一種系統，而不是

兩種或更多的制度並存？其餘六國的度量衡制度究竟在多

大程度上被廢止？假如戰國時期度量衡制度混亂不堪的歷

史記載屬實，有沒有可能秦朝統一天下後還流傳七種或以

上的計量制度？著者沒有足夠篇幅去回應這些問題，但它

們對於考察秦王朝的宣傳政策有多成功無疑十分重要。

本文篇幅亦有限，無法處理上述問題，但有幾條線索

有待作進一步研究。鑑於七國如何實行各自的度量衡制度

至今未明，我們無法得知秦朝以前的制度有多「混亂」。

不過極有可能的是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度量衡制度，或數

國共用一種制度，至於說戰國時期存在條理井然的單一計

量體系則應為無根之談。因此，可以想見當時的度量衡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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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頗為「混亂」，或者更準確來說是「多種多樣」。

不過，對得力於中國高度統一說的文本歷史學家而

言，度量衡制度的多樣性偏偏令自圓其說變得複雜棘手，

所以他們試圖將秦統一前後的情況判然兩分。他們主觀上

想把秦統一前描繪成混亂不堪，而秦朝則剛剛相反，一切

呈然高度統一和秩序井然，從而為民眾帶來了諸多好處和

方便。我們不能排除在秦朝治下多種度量衡制度並存的可

能性，因為史實如何至今仍未瞭然；但至少我們可以定出

幾點衡量標準，用來評價秦廷頒行的度量衡體系有多成功

和多普及。正如著者所指出，在昔日秦朝的廣袤地域裡都

發現了權量實物（頁 60），有力地證明秦國的計量器具已

成功傳至各地。

除了本書提出的框架外，筆者認為尚有幾點評價標準值

得討論。例如考古出土的計量器具中，帶有秦詔版的權量數

量遠多於無銘文者。從大多數出土權量所見，其容積和重量

均相對接近，足見製造之時似已有一套規範的計量標準。

至於無銘或重量及容積差異甚大的計量器具，則可能反映

當時實行別的度量衡制度，但是否如此目前我們同樣不得

而知。也許能夠證明其他度量衡制度存在的器具沒能留存

至今，早已為人銷毀重鑄。無論如何，大多數現存的度量

衡器都帶有詔文，由此可知秦朝頒行的制度是保存最完整

的計量制度，但不能由此斷定當時就只存在這麼一種。

另一個評價標準是，秦廷著重對權和量作不斷規範和

調整。例如高奴銅石權需定期送回中央政府重新校準，秦

二世詔文也提到第二次全國規範的度量衡制度。因磨蝕和

不恰當使用易導致權量的容量和體積變化，朝廷必須定期

進行調校以免造成重大誤差。因此我們經常說「統一」度

量衡制度，也許稱為「規範」會更合適。假如秦廷頒定的

計量制度沒有持續為民間採用，政府也沒有需要嚴格維持

這種制度行之有效。

由於著者大力強調協作和傳播的重要性，我們不能忽

視潛在協作者的態度和反應。著者特別重視秦廷的態度和

背後的議程，卻沒有充分探索協作者的思路和行為。在這

樣大規模的大眾傳播工程裡，民眾和下級的反應和行動也

同樣重要。也許這個問題太難估量，甚至無可能解答，但

日後的研究者應有這樣的問題意識。例如，參與公共建設

項目的工人是否全都是強迫勞役？假如他們全都是朝廷徵

召而來的差役，政府肯定無法負擔質量監督和監管工程所

產生的巨額費用，那些工程便可能無法高質量地完成。秦

朝的公共工程如興建阿房宮和修築馳道，著實教人嘆為觀

止，問題是當中會否包含自願勞動者的辛勞？直道和其他

馳道的維護工作必然需要周遭百姓的配合，要是政府每天

派人監察這些道路的維護和保養，成本實在太高。這些問

題都有待後人的研究去解決。

督工和監管的成本高昂，也許驅使秦朝政府積極尋

求與民眾協作，這點也有助解釋秦廷展開所謂公關宣傳的

背後動機，證成陳力強的假設。朝廷必須依靠民眾的高度

協作，而平民百姓因著生計，也會為了工作而積極配合。

那麼工程建築班子由哪些人構成？除了被強行徵召的差役

和罪犯外，秦朝初年很可能有大批流離失所的民眾。連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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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亂造成了大量流民和移民，大戰結束後許多正規士卒和

武裝遺兵亦解甲歸田。戰國時期急遽的社會轉型和大量生

產體系的產業革命也造成大批技術工人失業。這些民眾都

強烈希望找一個安身定居之所，因此很可能參與了國家級

建造工程。這批勞動力的構成和組織形式都是很有趣的問

題，值得學者深究。

本論著亦引起我們重新考察一些所謂公認的歷史記

載。譬如，史稱被徵召修築皇宮和陵墓的勞工多達七十萬

人。這些記載是否屬實？能否通過新出土的文獻和物質資

料印證？毫無疑問，僅憑文本證據是無法作出判斷。不過

隨著更多有關秦代建築工程的考古發現問世，筆者認為是

時候重新檢驗這些對秦朝的傳統看法，而相關記載大有可

能是為了貶低秦始皇形象而捏造出來。

最後，民眾中相對平等的百姓相互之間有何合作？這

些合作最終又如何幫了政府一把，讓政府積極取得更廣泛

的民力資源？著者強調秦帝國主動徵取下屬的協作，卻沒

有提及平民之間的通力合作也是官方宣傳奏效的關鍵促成

因素。這點反映在度量衡制度得以成功規範，以及度量標

準的廣泛傳揚。這都不是民眾百姓憑一己之力可以達成，

因為沒有一個民間團體有足夠威權去說動各方，就度量衡

制度達成共識；他們所能夠訴諸的權威就只有秦朝政府。

陳力強此書為我們留下不少想像的空間和繼續研究的

餘地。著者觀點之新穎和對材料的廣泛運用，擲地有聲地

為上古中國史作出貢獻，更為我們開出了不少法門，給今

後有關秦帝國的新穎研究導夫先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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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王海城《書寫與古代
國家 — 比較視野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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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 Haicheng. Writing and the Ancient State: Early China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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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Pp. 427.

陳力強（Charles SANFT）
田納西大學諾克斯維爾分校歷史系

陳竹茗譯

身為早期中國史專家而能夠廣泛涉足其他地域的上古

史，這樣的例子實在太罕見，因此王海城的著作《書寫與

古代國家 —比較視野下的早期中國》，無論從構思到完

成都別具新意。他的研究從多方面考慮「書寫」（writing）

在古代統治中扮演的角色，旁徵博引古代中國、埃及、美

索不達米亞、美索美洲（中美洲）和南美洲的例子，探討

那些倚賴書寫才能進行的實際治理工作，包括稅收、人口

控制和土地管理。王海城的核心主張是書寫本身依存於政

治實體（political states），得出的成果是一部跨越地域、


